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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对湿地价值和保护的认知类型与差异 
——基于辽宁大洼县的调查 

徐晓鹏 

(河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450001) 

摘 要：基于辽宁大洼县的实地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分析表明：公众对湿地价值的认知分为四种类型：生态调节

导向型、生计发展导向型、发展旅游导向型和净化环境导向型；对湿地保护的认知也分为四种类型：合作发展导

向型、宣传教育导向型、经济参与导向型和法制监管导向型。从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和公众类别等 4个维度分

别进行独立样本 T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公众自身特点及与湿地关系紧密度的不同导致他们对湿地

价值及保护的认知存在显著性差异。推动湿地保护工作，必须加强公众之间和交流和合作；重视社区居民的生计

问题和拓宽他们的收入途径；尊重社区文化和发挥文化资源价值；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乡规民约，并加强执法力

度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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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s cognitive type and difference of the wetland value and wetland protection: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Dawa country in Liaoning province 
XU Xiao-peng 

(School of Management, He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in Dawa county, this paper found that the public’s cognitive of the wetland value 
was classified into four types which included ecology-regulation-oriented, livelihood-development-oriented, tourism- 
development-oriented and environment-purification-oriented; the public’s cognitive of the wetland protection was also 
classified into four types which consisted of cooperative-development-oriented, publicity-and-education-oriented, 
economics-participation-oriented and legal-supervision-oriented. Then, it made an independent-samples T test or variance 
analysis from 4 dimensions: gender, age, culture degree and public categor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ublic’s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difference of relationship with the wetland led to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cognition of the 
wetland value and protection.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protection for wetland, the public should strengthen the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with each other, the government should think highly of the community residents’ livelihood and widen 
their income approach, respect the community culture and value, perfect the relevant laws and village rules matters as 
well as strengthen the law enforcement and supervision.  

Key words: public; wetland value; wetland protection; Dawa county in Liaoning province 

 
湿地是地球上的三大生态系统之一， 被称为

“地球之肾”，具有防洪护岸、补充地下水、净化

水质、调节气候、教育观光、为人类提供多种产品

和服务等生态功能价值[1-4]。中国湿地面积约为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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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km²，居世界第四位，拥有几乎所有类型的湿地，
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5]。近三十年来，中国政府

颁布一系列与湿地保护相关的行政法规，各级地方

政府也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应的实施办法、细则

及地方性法规，湿地保护工作正在向依法管理的方

向迈进，得到了国际社会认可[6-8]。目前已建立众多

湿地公园和自然保护区，退化湿地的功能正在恢

复，可持续利用示范模式日趋形成[9-10]。然而，中

国湿地保护依然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如公众意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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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法制监管体系不完善，基础研究不足和技术水

平落后等[11-12]。此外，湿地保护政策在执行过程中

对周边农户的生计也造成了很大影响，两者之间的

矛盾日益突出。这些因素导致全国湿地面积减少、

功能和效益下降等局面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
[13-15]，加强湿地保护力度已经成为中国生态环境建

设中的一项重要任务。位于渤海湾东北部的辽宁大

洼县是亚洲最大的芦苇湿地，随着湿地周边经济活

动的开展，该区域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公众参与程

度和保护意识亟待加强。为此，笔者拟通过对辽宁

大洼县的调查研究，了解公众对湿地价值和保护的

认知，以为政府部门制定和实施相关保护政策提供

参考。  

一、样本特征和变量选取 

主要从社会学角度来研究和分析公众对湿地

价值及保护的认知异同和特点。2014 年 3～5 月，
笔者作为主持人成立“湿地保护研究课题组”，在

文献查阅的基础上对辽宁大洼县进行实地调查。调

查问卷主要分两部分：一为公众对湿地价值的认知

情况，二为公众对湿地保护的认知情况。共发放问

卷 200份，回收有效问卷 196份，有效率为 98%。
受访者中男性 131 人，占 66.8%；女性 65 人，占
33.2%，男女比例约为 2：1。其年龄、文化程度和
类别等样本特征如表 1所示。 

表 1 问卷调查的样本特征 
指标 分类指标 人数 占比/% 男/% 女/% 

年龄 18～28 73 37.2 53 47 

 29～40 42 21.4 74 26 

 41～48 40 20.4 65 35 

 49～55 41 20.9 85 15 

文化程度 大专以上 115 58.7 68 32 

 高中 33 16.8 70 30 

 初中 28 14.3 68 32 

 小学 20 10.2 55 45 

类别 政府机构 39 19.9 67 33 

 新闻媒体 22 11.2 86 14 

 企业单位 17 8.7 71 29 

 公益组织 19 9.7 53 47 

 高校学生 30 15.3 67 33 

 城市居民 23 11.7 65 35 

 农村居民 46 23.5 63 37 
 
通过文献阅读和预调查，在公众对湿地价值的

认知方面，选取为人和动物提供食物、发展种养殖

业、提供水资源、发展生态旅游、提供建筑材料、

传承乡土文化、承载宗教信仰、调节气候、蓄洪抗

旱、降解污染、保护生物多样性、科学研究 12 个

变量。在公众对湿地保护的认知方面，选取完善相

关法规制度、加强执法力度和监督、建立和完善乡

规民约、发掘和实践乡土知识、加强政府部门间及

行业间合作、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大对湿地保

护的调查与研究、建立自然保护区、减少湿地周边

的经济活动、加大对公众的宣传教育与培训、加强

公众的参与、加快经济发展速度 12个变量。 

根据受访者对变量的重要性排序进行赋值，分

值从低到高依次为 0～12 分，变量赋值情况如表 2

所示。为对变量进行集中研究和分析，本研究对所

选取的变量进行因子分析。通过因子分析重构的新

变量相互独立且能够代替原来变量的大部分信息，

它们是某些原始变量的综合和反映。因子分析的过

程中采用KMO检验和Bartlett球形检验来判断变量

是否适合于因子分析，其中，KMO>0.6，或者 Bartlett

球形检验值越大且对应相伴概率值小于显著性水

平时可认为适合于因子分析，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

和方差最大法进行因子旋转和计算因子得分，在此

基础上，对新变量进行重新命名和检验它们的相关

性。从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和公众类别等 4个方

面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或单因素方差来研究公众对

湿地价值及保护的认知异同和特点。  

调查数据表明，公众对湿地价值的认知情况中

平均值高于 6分的只有 3个变量：调节气候、保护

生物多样性、为人和动物提供食物；公众对湿地保

护的认知情况中平均值高于 6 分的也只有 3 个变

量：加强执法力度和监督、完善相关法规制度、加

大对公众的宣传教育与培训(表 2)。可见，公众对湿

地价值及保护的认知情况普遍偏低，成为湿地保护

工作在实践当中陷入困境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

深入研究公众对湿地价值及保护的认知差异和存

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来进行解决，进而逐步加

强公众的湿地保护意识和参与程度才是湿地保护

工作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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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公众对湿地价值和保护的认知变量统计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方差

为人和动物提供食物 6.408 4.324 18.701

发展种养殖业 5.531 3.998 15.982

提供水资源 4.770 3.664 13.426

发展生态旅游 3.964 3.134  9.819

提供建筑材料 0.510 0.958  0.917

传承乡土文化 2.296 1.953  3.814

承载宗教信仰 1.367 1.742  3.035

调节气候 7.786 4.175 17.431

蓄洪抗旱 5.337 3.901 15.215

降解污染 4.954 3.657 13.370

保护生物多样性 7.138 4.09 16.727

价 
 
 
值 

科学研究 2.913 2.892  8.364

完善相关法规制度 7.168 4.216 17.778

加强执法力度和监督 8.469 3.785 14.328

建立和完善乡规民约 2.286 2.896  8.387

发掘和实践乡土知识 2.378 2.987  8.922

加强政府部门间及行业间合作 4.745 3.951 15.612

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1.954 2.275  5.177

加大对湿地保护的调查与研究 3.179 3.024  9.142

建立自然保护区 3.321 3.222 10.383

减少湿地周边的经济活动 5.923 4.142 17.160

加大对公众的宣传教育与培训 6.367 3.888 15.116

加强公众的参与 4.990 3.637 13.228

保 
 
 
护 

加快经济发展速度 1.832 2.796  7.815
 

二、公众对湿地价值认知的分析 

首先，通过因子分析发现，KMO 抽样适度测
定值为 0.672，样本分布的 Bartlett 球形检验值为
136.416，相伴概率值 P<0.05，因此，样本数据适合
于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方差最大法分析

显示，12个原始变量所反映的信息可由 4个公因子
来反映：第 1个公因子主要支配调节气候、蓄洪抗
旱、保护生物多样性、科学研究等 4 个变量；第 2
个公因子主要支配发展种养殖业、提供水资源、提

供建筑材料等 3个变量；第 3个公因子主要支配为
人和动物提供食物、发展生态旅游、传承乡土文化

和承载宗教信仰等 4个变量；第 4个公因子主要支
配降解污染这个变量。将 4个公因子依次重新命名
为生态调节导向型、生计发展导向型、发展旅游导

向型和净化环境导向型，通过对 4个新变量进行相
关分析发现，相关系数均为 0，相伴概率值 P>0.01，
区别效度良好。 

其次，分别从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和公众类

别等 4个方面来研究和分析公众对湿地价值的认知
异同。通过对指标重要性排序中的前三位进行统计

发现，公众对湿地价值的认知情况中，生态调节导

向型位居第一位，净化环境导向型则位居第四位。

可见，公众对湿地生态调节功能的认知比较清楚，

但对湿地净化环境功能的认知则较为薄弱。因此，

需要不断提升公众对湿地净化环境功能的认知。另

外，公众对湿地价值的认知差异主要体现在生计发

展导向型和发展旅游导向型这两个方面(表 3)，因
此，将着重分析公众在这两个方面对湿地价值的认

知异同和特点。 

表 3 公众对湿地价值的认知重要性排序 

指标 分类指标
生态调节

导向型

生计发展

导向型 
发展旅游

导向型 
净化环境

导向型

性别 男 1 3 2 4 

 女 1 2 3 4 

年龄 18～28 1 2 3 4 

 29～40 1 3 2 4 

 41～48 1 2 3 4 

 49～55 1 2 3 4 

文化程度 大专以上 1 3 2 4 

 高中 1 2 3 4 

 初中 1 2 3 4 

 小学 2 1 3 4 

类别 政府机构 1 3 2 4 

 新闻媒体 1 3 2 4 

 企业单位 1 2 3 4 

 公益组织 1 3 2 4 

 高校学生 1 2 4 3 

 城市居民 1 2 3 4 

 农村居民 1 2 3 4 
 
下面，将通过独立样本 T检验或单因素方差进

行深入分析，仔细研究公众在生计发展导向型和发

展旅游导向型两个方面的不同之处。其中，性别是

两个区分组，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法进行分析；年
龄、文化程度、公众类别等是三个以上的区分组，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进行分析，并根据方差是否

齐次分别选取 LSD和 Tamhane法进行两两比较。 
(1)性别方面。男性对发展旅游导向型的倾向性

较强，而女性对生计发展导向型的倾向性较强。通

过独立样本 T 检验发现，男性和女性在四种导向型
内部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可见，男性更看重湿地

在发展旅游方面的价值。实践证明，如果仅仅把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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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看做获取收入、食物、水和建筑材料等资源的场

所，那么将加速对湿地资源的破坏。而通过发展旅

游不仅能拓宽社区居民的收入途径，还能发挥生物

资源和社区文化的旅游价值，既有利于传承乡土文

化和尊重人们的宗教信仰，还能不断提升人们的参

与程度和主体意识。 
(2)年龄方面。29～40岁的人群对发展旅游导向

型的倾向性最强。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随着

年龄的增长，公众对生态调节导向型的倾向性越来

越弱。18～28岁的人群和 29～40岁、49～55岁的人
群相比，对生计发展导向型的倾向性较强。可见，

虽然 18～28 岁的人群对湿地的生态调节功能的认
知较强，但他们又面临严峻的生计问题，对湿地的

依赖性较强。29～40岁的人群生计状况则较为稳定，
他们希望通过发展旅游来拓宽收入途径和提高生

活质量，如果能让他们很好地参与到旅游发展中

来，不仅能够提升生活水平，还能够解决部分年轻

人的就业问题。此外，29～40岁的人群在传承乡土
文化和宗教信仰文化等方面也担负有重要责任。因

此，如果能够把 18～28 岁和 29～40 岁的人群现实
需求结合起来，不仅能够增加他们的收入和更好地

传承社区文化，还能提升他们对湿地生态调节功能

的认知，更好地发挥湿地在发展旅游方面的价值。 
(3)文化程度方面。小学文化程度的人群对生计

发展导向型的倾向性最强，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

群对发展旅游导向型的倾向性最强。通过单因素方

差分析发现，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公众对生态调

节导向型和净化环境导向型的倾向性越来越强。可

见，文化程度较高的人群对湿地在生态调节、发展

旅游和净化环境等方面的功能有更好的认知，而文

化程度较低的人群则更看重湿地对生计的帮助。实

地调查发现，大多数文化程度较低的人群都居住在

农村社区，他们与湿地的关系最为紧密，当没有办

法通过其他途径提高收入时，他们只能转向湿地。

然而，他们对湿地的过度依赖往往会造成对湿地资

源的过度开发和利用。因此，要想提升公众对湿地

价值的整体性认知，首先要提升文化程度较高的人

群对湿地价值的认知，与此同时，让他们向其他人

群进行交流和宣传，不断提升文化程度较低的人群

对湿地价值的认知，进而充分发挥湿地价值，最终

实现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多赢。 

(4)公众类别方面。高校学生对净化环境导向型
的倾向性最强。政府机构、新闻媒体、公益组织对

发展旅游导向型的倾向性较强，而其他公众对生计

发展导向型的倾向性较强。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发

现，高校学生、公益组织、企业单位、政府机构、

新闻媒体、城市居民、农村居民对生态调节导向型

的倾向性逐渐降低。可见，随着公众与湿地关系紧

密程度的下降，他们对湿地在生态调节、发展旅游

和净化环境方面的认知能力反而增强了，而与湿地

关系最为紧密的人群则更看重湿地对生计的影响。

因此，只有让不同类别的公众之间形成良好的互

动，不断进行交流和合作，才能让湿地各方面价值

得到更好认知。其中，政府机构和新闻媒体能够在

发展旅游方面起到一定的监督和宣传作用，而公益

组织则能够帮助社区居民共同发掘乡土文化在发

展旅游方面的潜力，不断提升他们的参与、管理和

开发能力，还能够深入了解和尊重当地居民的宗教

信仰文化，减少湿地保护中的矛盾和冲突，此外，

公益组织还可以吸纳高校学生成为志愿者来发挥

他们在湿地净化环境方面的宣传作用。 

三、公众对湿地保护认知的分析 

首先，通过因子分析发现，KMO 抽样适度测
定值为 0.687，样本分布的 Bartlett 球形检验值为
181.499，相伴概率值 P<0.05，因此，样本数据适合
于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方差最大法进行

分析显示，12个原始变量所反映的信息可由 4个公
因子来反映：第 1个公因子主要支配完善相关法规
制度、加强政府部门间及行业间合作、减少湿地周

边的经济活动、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大对湿地

保护的调查与研究等 5个变量；第 2个公因子主要
支配建立和完善乡规民约、发掘和实践乡土知识、

加大对公众的宣传教育与培训、建立自然保护区等

4个变量；第 3个公因子主要支配加强公众的参与、
加快经济发展速度等 2个变量；第 4个公因子主要
支配加强执法力度和监督这个变量。将 4个公因子
依次重新命名为合作发展导向型、宣传教育导向

型、经济参与导向型和法制监管导向型，通过对 4
个新的变量进行相关分析发现，相关系数均为 0，
相伴概率值 P>0.01，区别效度良好。 
其次，分别从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和公众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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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等 4个方面来研究公众对湿地保护的认知异同。
通过对指标重要性排序中的前三位进行统计发现，

公众对湿地保护认知的重要性从强到弱依次是：法

制监管导向性、合作发展导向型、宣传教育导向型、

经济参与导向型。下面，将通过独立样本 T检验或
单因素方差分析公众对湿地保护的认知差异和特

点，并重点分析其中的影响因素（表 4）。 

表 4 公众对湿地保护的认知重要性排序 

指标 分类指标 
合作发展

导向型 
宣传教育

导向型 
经济参与

导向型 
法制监管

导向型

性别 男 4 2 3 1 

 女 1 3 4 2 

年龄 18～28 4 2 3 1 

 29～40 1 3 4 2 

 41～48 1 3 4 2 

 49～55 1 3 4 2 

文化程度 大专以上 4 2 3 1 

 高中 2 4 3 1 

 初中 4 1 3 2 

 小学 4 1 3 2 

类别 政府机构 2 3 4 1 

 新闻媒体 1 3 4 2 

 企业单位 1 4 3 2 

 公益组织 1 3 4 2 

 高校学生 1 2 4 3 

 城市居民 1 2 4 3 

 农村居民 4 1 3 2 
 

 (1)性别方面。男性对法制监管导向型的倾向
性最强，女性则对合作发展导向型的倾向性最强。

通过独立样本 T检验发现，男性和女性在四种类型
内部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可见，中国湿地保护方

面的法规和政策在实际执行中存在很大困难，急需

加强执法力度和监督。此外，湿地保护过程中还应

该重视多方面的合作，更为关键的是要不断研究和

探索合作途径和方法。 
(2)年龄方面。18～28岁的人群对法制监管导向

型的倾向性最强，而对合作发展导向型的倾向性最

弱。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除 18～28 岁的人
群之外，其他年龄段的人群随着年龄增长对合作发

展导向型的倾向性越来越弱。18～28 岁和 41～48
的人群相比对经济参与导向型的倾向性较强。可

见，18～28岁的人群更希望通过加强执法力度和监
督来规范法制法规的执行，以规范公众行为和加快

经济发展。29～40岁的人群对合作发展导向型的倾

向性最强，他们希望通过合作来对湿地进行保护，

更好地发挥湿地价值，但年龄较大的人群对此重视

程度却又有所下降，说明在湿地保护方面的合作还

比较有限。因此，只有不断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并加强执法力度和监督，才能实现更多方面的合作

和发展。 
(3)文化程度方面。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人群

对宣传教育导向型的倾向性较强；高中文化程度的

人群对合作发展导向型的倾向性最强，而对宣传教

育导向型的倾向性最弱。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发

现，随着文化程度提高，公众对合作发展导向型、

经济参与导向型和法制监管导向型的倾向性越来

越强。实地调查发现，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人群

多数居住在农村社区，与湿地的关系最为密切，他

们不仅需要依靠湿地维持生计，而且湿地也承载着

他们的乡土文化和宗教信仰，因此希望通过接受相

关教育和培训来建立和完善乡规民约，发掘和实践

乡土知识，提升自身在湿地保护中的参与、管理和

开发能力。文化程度较高的人群对合作发展导向

型、经济参与导向型和法制监管导向型等的认知较

强。因此，只有让不同人群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和

交流，才能让湿地保护方面的知识得到更为广泛的

传播，进而增强他们的保护意识，共同参与到湿地

保护中来。 
(4)公众类别方面。农村居民对宣传教育导向型

的倾向性最强。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农村居

民对合作发展导向型的倾向性最弱，政府机构对法

制监管导向型的倾向性最强；企业单位对经济参与

导向型和宣传教育导向型的倾向性较强。实地调查

发现，当地农村居民共同制定了乡规民约，多数内

容都和湿地保护相关，但还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

方，需要外力帮助他们共同完善，进而充分发挥其

在实践中的作用。此外，当地的很多乡土知识也有

助于湿地保护，但在实践中也没有得到应有重视，

应该不断提升公众对乡土知识的重视程度，并进行

保护和利用。然而，农村居民对合作发展导向型的

倾向性却最弱，不利于对乡规民约和乡土知识进行

发展和利用。从实际情况来看，农村居民也希望能

够接受相关教育和培训，因此，对他们加强宣传教

育和培训能够有效解决此方面的问题。此外，政府

机构迫切希望通过加强法制监管力度来保护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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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则希望在宣传教育方面做出努力。如果能够把

政府号召和企业资金优势结合起来，必定能够推动

公众在湿地保护中的共同努力和合作。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不同类别的公众对湿地价值及保护的认知存

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且具有自身特点。这也导致他们

对湿地保护的重点性把握不一致，无法形成有效合

力，进而影响湿地保护工作的开展和合作。因此，

只有让公众之间形成良好互动，不断进行交流和合

作，才能让他们主动参与到湿地保护中来，更好地

解决湿地保护中存在的问题。为此，政府需要做出

以下努力： 

其一，重视社区居民的生计问题，拓宽他们

的收入途径。生计问题和生态问题总是相伴相生

的，通过发展生态旅游，不仅能够充分利用湿地

资源，有效拓宽农户收入途径，解决他们的生计

问题，而且也能够提升他们对识湿地的重视程度

和增强他们的湿地保护意识。 

其二，尊重社区文化和发挥文化资源价值。

尊重社区居民的乡土文化和宗教信仰，帮助他们

共同挖掘文化资源潜力，在此基础上，不断提升

他们在湿地保护中的参与、管理和开发能力，并

充分利用社区文化资源拓展自身的收入途径，让

社区真正成为湿地保护的主体。 

其三，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乡规民约，并加

强执法力度和监管。结合社区实际情况制定相关

法律法规和完善乡规民约，与此同时不断加强宣

传教育和培训，提升公众的法律意识和湿地保护

意识，并加强执法力度和监管，最终形成规范化

的法制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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